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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产业集聚、FDI 流入与城市创新能力

马野青,余嘉莉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摇 210093)

摘摇 要:基于中国 2009—2019 年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实证检

验,探究本土产业集聚模式、FDI 流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在整体、不同区域与不同城市规模下对于

城市创新的影响差异。 实证结果表明:FDI 流入能够显著地提升城市的创新水平;两种集聚模式

中,专业化产业集聚的创新外溢效应更为显著,但呈现抑制性溢出;在与 FDI 的交互作用中,专业化

集聚的影响更大;多样化集聚模式在东部城市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而两种集聚模式在中西部城市均

不能显著提高城市创新绩效;多样化集聚能够提升小城市的创新能力,而 FDI 流入和专业化集聚的

交互作用对于大城市而言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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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差异化的加速发展

趋势,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 创新愈来愈被时间证

明为一区域得以在市场竞争中立足且永葆时新的关

键因素。 近年来, 作为区域基本单元的城市逐渐呈

现出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上延、供应链的区间上移、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经济功能上的革新性特征。 经

济功能上的革新化特征积累沉淀,最终形成各城市

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城市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创新

能力存在巨大差异: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 41 个

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总量的 28. 06% ,而
西部地区 56 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却仅占

10郾 45% ;与此同时,同一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创新

能力也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内部,上海、南京、苏锡

常、杭州、宁波 7 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即占该区

域授权总量的 69. 71% ,而其余 34 个城市授权量总

和仅占 30. 29% 。 是什么使得城市创新能力在区域

间和区域内都存在显著差异呢? 近年来,已有不少

文献 从 不 同 角 度 研 究 城 市 创 新 的 影 响 因 素。
Gerald[1]、Glaeser 等[2]、Caragliu 等[3] 和 REID 等[4]

分别从城市就业、人力资本、风险态度、城市扩张与空

间聚类的角度,研究了影响欧美地区城市创新的关键

因素。 国内在此方面的学术研究尚少。 而中国正处

于体制改革与快速城市化的特殊进程中,无论是城市

扩张模式还是高新技术发展都具有特殊性,在考虑城

市创新引致因素时与他国已有研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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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城市创新引致因素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规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政府

投入上,而对于城市产业的集聚模式与国际直接投

资(FDI)流入的关注较少。 事实上,我国 FDI 流入

和本土产业集聚在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新特

点,两者与创新的密切关系使得研究其对于我国城

市创新的影响成为必要。 而我国 FDI 流入与本土企

业产业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耦合,无疑决定了将两

者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分开研究会有失偏颇。 因此,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FDI 流入与本土产业集

聚的相互促进机制是什么? 两种本土产业集聚模式

中,哪一种更有利于 FDI 对城市的创新? 它们给城

市创新带来的影响对不同区域和城市规模有何差

异? 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将为我国各城市招商引资和

产业扶持政策的优化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也将为

促进我国城市创新发展提供助力。

一、文献述评与假设提出

1. FDI 流入与自主创新

目前,学术界对于 FDI 流入与国内创新的关系

研究,主要有“推动说冶 “阻碍说冶和“复合说冶三种

观点:“推动说冶认为,FDI 流入能够通过正向的资

金、技术溢出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这种观点

是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Liu 等采用 DID 方法对企

业层面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加入 WTO 以来贸

易的自由化带来的 FDI 流入能通过减轻贸易的不确

定性(即 TPU)来促进企业创新[5]。 认同“阻碍说冶
的学者则提出 FDI 流入会使接受投资的企业对其产

生路径依赖,不利于这些企业自身研发和创新发展。
石大千等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检验,发现 FDI 对
企业创新呈现净挤出效应[6]。 “复合说冶则认为 FDI
对东道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不可

妄下定论。 曾国安等以中国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

本,发现 FDI 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不同所有

制企业、行业和外资来源下都存在差异[7]。
总体来看,东道国给予外资企业的工程、采购和

资金等优惠政策能够使其获得更多在母国无法享受

的优质资源,有利于外资企业自身在东道国生产经

营的创新发展;同时,FDI 流入东道国后能够通过水

平联系(竞争倒逼;模仿、消化和吸收外资企业带来

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和垂直联系(外资企业产

品质量要求提高会推动本土上中游企业增强自主研

发能力)两种作用机制助力东道国本土企业自主创

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FDI 流入能够显著推动城市创新。
2. 产业集聚与自主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从产业、企业、区域

创新能力等众多角度对产业集聚和创新的关系进行

实证检验:Robert 等以意大利制造业面板数据为研究

对象,发现多样化产业集聚对意大利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升作用更为显著[8];杨仁发等从地区、规模和行业

细分探讨了两类集聚模式对城市创新的效应差异,得
出东部城市、大中城市的多样化集聚能显著促进其自

主创新,专业化集聚的创新作用机制不显著[9]。
总体而言,专业化集聚可能通过同行业间知识

的溢出提高资本的边际投入和劳动力质量,降低创

新成本;通过“共享池冶效应提高创新产出效率,加
快创新成果的转化。 而多样化集聚则可以通过产品

的异质性和知识链的多元化形成有助于创新的萌芽

式集聚培育环境,对创新溢出有扩大效应。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假设 2:专业化产业集聚能推动城市创新。
假设 3:多样化产业集聚能推动城市创新。
3. FDI 流入与产业集聚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自由,对资本流

入国的经济和产业分布逐渐产生影响。 对 FDI 流入

与本土产业集聚的关联研究也逐渐被学术界所关

注。 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被投资国的产业集聚会

影响国外对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曾鹏等发现产

业集聚可以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要素获得成

本,其形成的区位优势对 FDI 形成了明显的吸引

力[10];另一方面,FDI 对产业集聚也具有明显促进

作用:樊兰采用系统 GMM 估计研究工业企业集聚,
得出 FDI 和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推动了我国工业集

聚度的提升[11]。
一般认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都会影响

FDI 的区位分布选择:专业化集聚通过前后向联系、
资源共享、累积规模、合作与竞争效应进一步吸引

FDI 流入;多样化集聚通过多行业下的知识外溢和

联合研发可更全面地提升 FDI 外部性的溢出效率。
FDI 流入将进一步从外资企业自身、间接溢出、加乘

效应三大渠道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与此同时,
FDI 流入将通过技术溢出和循环累积两大作用渠道

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而专业化集聚高度专业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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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产业配套条件一旦形成,产业内企业入驻的生

产和经营成本将大幅缩低;多样化集聚带来的生产

及资源搜寻成本降低和公共设施共享有助于垂直一

体化生产。 二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 可

以得出结论,产业集聚的两种模式与 FDI 之间存在双

向作用关系,且两者的交互作用可能对城市创新产生

正向助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和假设 5。
假设 4:FDI 和专业化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能推

动城市创新。
假设 5:FDI 和多样化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能推

动城市创新。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现有 FDI、产业集聚与

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大都基于其中两者间的互动或

因果关系,鲜有研究将三者综合进行考虑。 目前学

术界多数认为 FDI 流入规模与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

都能对企业或区域创新能力起到助力作用,但是从

现实角度来看,部分城市本土产业集聚水平高,但创

新水平低;而部分城市 FDI 流入可观,但创新水平

低。 已有研究的主流观点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本文基于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内产

业集聚与 FDI 流入进行耦合,比较两类集聚模式下

FDI 流入对创新的效用大小、两者的交互作用在不

同城市规模、地域情况下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差异等,
以期解释以上现象,补充现有研究。

二、模型构建与设计

1. 模型构建

(1)静态面板回归模型

以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为被解释变量,采用静态

面板回归检验 FDI、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及其

交互作用对城市创新影响是否显著:
摇 lnP it =茁0+茁1 ln SAit+茁2 ln FDIit+茁3 ln SAit ln FDIit+

茁忆CONTROLSit+仔i+兹t+着it (1)
摇 lnP it =茁0+茁1 ln DAit+茁2 ln FDIit+茁3 ln DAit ln FDIit+

茁忆CONTROLSit+仔i+兹t+着it (2)
lnP it = 茁0 + 茁1 ln SAit + 茁2 ln DAit + 茁3 ln FDIit +

茁4 ln SAit ln FDIit + 茁5 ln DAit ln FDIit +
茁忆 CONTROLSit + 仔i + 兹t + 着it (3)

式中:i 为城市;t 为年份;lnP it为城市 i 在 t 年的城市

创新能力;lnSAit、lnDAit分别为城市 i 在 t 年的专业

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水平;lnFDIit为城市 i 在 t 年的

外资流入水平;仔i为城市 i 的个体固定效应;兹t为时

间固定效应;着it为随机误差扰动项;CONTROLSit为

其他在 t 年对城市 i 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茁0、茁1、茁2、茁3 、茁4、茁5分别为常数项专业化集聚、多样化

集聚、FDI 流入、专业化集聚与 FDI 流入交互项、多
样化集聚与 FDI 流入交互项对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

影响系数;茁忆为控制变量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
(2)动态 GMM 模型

由于当期创新能力会受前期科研投入、人才培

养和文化积淀等因素共同影响,因此一个城市的创

新能力发展具有惯性。 本文采用动态 GMM 模型,
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 P it = 茁0 + 茁1 ln SAit + 茁2 ln DAit + 茁3 ln FDIit +
茁4 ln SAit ln FDIit + 茁5 ln DAit ln FDIit + 茁6 ln P i( t -1) +

茁忆 CONTROLSit + 琢i + 兹t + 着it (4)
式中:琢i为城市 i 的个体固定效应;兹t为时间固定效

应;着it为随机误差扰动项;lnP i( t-1)为样本城市 i 滞后

一期的城市创新产出;茁6为城市 i 滞后一期创新产

出对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
2. 指标选取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能力

考虑到我国创新产品很难被明确定义,专利申

请量更多代表一个城市创新意愿的情况,本文采用

专利授权密度———每万人专利授权数取对数后的结

果来度量城市创新能力。
(2) 核心解释变量

第一,本土产业专业化集聚指数。 在 Chorley 等

提出的区位熵基础上计算度量城市的产业专业化集

聚水平[12]。 SA>1,说明该城市这一产业的专业化

集聚水平较高。 SA 与 1 的差值越大,表明该城市与

国内平均水平偏离越大。 在此基础上对 SA 取对数,
构成模型中的专业化集聚指数 lnSA。 全行业专业

化集聚指数计算公式为

lnSAit = ln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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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 为行业;Litj为城市 i 在 t 年行业 j 中的劳动就

业人数;n 为行业个数;m 为城市个数。
第二, 本土产业多样化集聚指数。 在借鉴

Vernon 做法的基础上,运用改良后的赫芬达尔 赫

希曼指数 DA 来度量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13]。 DA
越大,说明城市 i 的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越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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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对 DA 取对数,构成模型中的多样化集聚

指数 lnDA。 全行业多样化集聚指数计算公式为

lnDAit = {ln 1 移
m

j = 1,j忆屹
[

j
Litj (移

n

j = 1
Litj - Litj ]) }

2
摇 (6)

摇 摇 第三,FDI 流入强度。 采用学术界常用的外资依

存度,即该区域实际利用 FDI 金额占地区 GDP 的比

重取对数。 由于所获取的统计数据以美元结算,本文

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各年美元汇率进行换算。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的创新相关研究,选取以下变量作为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表 1):淤城市经济发展潜力

(PGDP):计算城市人均 GDP 并利用 GDP 指数平

减;于城市化水平(UBL):采用城市城镇人口在常住

人口中的占比;盂产业结构水平( ISL):第二产业占

地区 GDP 的比重;榆人力资本水平 (HCL):采用

Psacharopoulos 等提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衡量[14];
虞政府 R&D 资助强度(TEP):政府科教财政支出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愚固定资本投资水平(FCI):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在该地区 GDP 中的占比。

表 1摇 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数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 城市创新指数 3 124 9. 102 18. 589 0. 025 216. 667
lnFDI 外资进入强度 3 124 -4. 068 1. 505 -14. 908 -0. 563

lnSA 专业化产业
集聚水平

3 124 2. 899 0. 278 2. 061 4. 520

lnDA 多样化产业
集聚水平

3 124 1. 251 0. 756 -7. 360 2. 917

lnPGDP 经济发展
潜力

3 124 1. 241 0. 699 -1. 766 10. 020

UBL 城市化水平 3 124 0. 535 0. 152 0. 031 1. 000
ISL 产业结构水平 3 124 0. 474 0. 109 0. 019 0. 898
HCL 人力资本水平 3 124 0. 436 0. 171 0. 119 1. 285

TEP 科技 & 教育
支出占比

3 124 0. 194 0. 051 0. 006 1. 688

FCI 固定资本
投资水平

3 124 0. 951 1. 034 0. 034 31. 322

3. 内生性及其处理

产业集聚、FDI 流入等因素会影响城市创新。
相反,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会使生产效率提高,城市

人均生产总值和 FDI 流入随之增多,同时也能进一

步吸引企业空间集群和优质人才资源。 严重的内生

性问题势必会影响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和一致性。 因

此,本文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设定为工具变量以解

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更全面有效的处理内

生性的系统 GMM 方法,对所建立的动态面板模型

进行估计。
4.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将样本时间范围

确定为 2009—2019 年,选取我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淤。

淤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缺失,宿州、莱芜、昌都、日喀则、山南、林
芝、那曲、普洱、临沧、海东、儋州、三沙、吐鲁番和哈密市未列入分析

范围。

本文选取的变量数据来源如下:专利授权量和

学历毕业人数来源于各城市当年公布的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 静态面板回归实证结果分析

静态面板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及检验值 (1) (2) (3)

lnFDI

lnSA

lnDA

lnFDIlnSA

lnFDIlnDA

CONTROLS

_cons

-0. 043 0. 097*** -0. 043
(0. 150) (0. 029) (0. 149)
-0. 217 -0. 161
(0. 193) (0. 207)

-0. 200*** -0. 166**

(0. 074) (0. 080)
0. 019 0. 046

(0. 050) (0. 052)
-0. 056*** -0. 057***

(0. 017) (0. 018)
Yes Yes Yes

-0. 159 -0. 574* -0. 068
(0. 638) (0. 312) (0. 639)

是否控制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是否控制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N 3 124 3 124 3 124
R2 0. 603 0. 603 0. 607

摇 摇 注:***、**、*分别表示 1% 、5% 、10% 的估计显著水平;括号

外为变量对应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 2 可知,模型(1)和(3)的回归结果显示,
FDI 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即 FDI 在统计上并没

有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这与假设 1 不符;专业化集聚

及 FDI 和专业化集聚的交互作用并未显著地促进城

市创新,这与假设 2 和假设 4 不符。 根据模型(2)
和(3)的回归结果可知,多样化集聚及 FDI 和多样

化集聚的交互作用对城市创新有显著抑制效应,这
与假设 3 不符。

综上,基准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研究假设有较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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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说明静态面板模型可能无法恰当地解释 FDI、产
业集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内生

性问题所引致的。 而在无法获取更多更加有效地控

制变量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检验 FDI、产业化集聚

及其交互作用对城市创新的实际影响,本文将通过采

用动态系统 GMM 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2. 动态面板系统 GMM 回归结果分析

表 3摇 动态面板系统 GMM 回归结果

变量及检验值 (1) (2) (3) (4) (5) (6)

lnP(-1) 0. 287***(0. 057) 0. 299***(0. 050) 0. 299***(0. 057) 0. 292***(0. 052) 0. 276***(0. 067) 0. 270***(0. 060)
lnFDI -1. 007***(0. 266) 10. 759**(5. 039) -1. 016 (1. 314) 9. 156**(4. 265)
lnSA -0. 596 (2. 820) -20. 205**(8. 548) -20. 724***(6. 824)
lnDA -0. 321 (1. 611) -1. 877 (2. 884) 1. 069 (2. 766)

lnFDIlnSA -3. 850**(1. 668) -3. 577***(1. 344)
lnFDIlnDA -0. 118 (0. 825) 0. 570 (0. 77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556 2 556 2 556 2 556 2 556 2 556
摇 摇 注:***、**、*分别表示 1% 、5% 、10%的估计显著水平;括号外为变量对应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lnP( -1)表示被解释变量

lnP 滞后一期。

摇 摇 表 3 结果表明,FDI 流入对城市自主创新能力

具有显著的正面激励效应:2009—2019 年我国仍然

处于 FDI 流入的稳健吸收阶段,每单位的 FDI 流入

都可被有效吸收,通过外溢效应和前后向互联等成

为城市创新的重要源泉,对创新产生明显的推动作

用。 专业化产业集聚对拉动城市创新绩效增长的作

用显著为负,这与刘鹏等研究所得的结论相反[15],
主要原因可能为:第一,由于样本数据在时间维度上

进行了更新,我国本阶段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出现

了新特征———城市的专业化产业集群已经达到饱和

状态,此时持续提高专业化集聚水平反而不利于城

市创新;第二,专业化的行业集聚发展方向出现偏

颇,最有潜力通过专业化集聚促进创新和发展的行

业反而没有得到政府和企业关注。 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多样化集聚会促进抑或是抑制城市创新发展:
在只含有多样化集聚和含有 FDI 流入、多样化集聚

及两者交互项时,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系

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在含有全部解释变量的结果中,
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从交

互作用来看,模型(4)和(6)中两者交叉项的系数均

为负,但其绝对值远远小于负项专业化集聚系数的

绝对值。 因此,FDI 流入和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存

在较强的正向交互作用,且两者的正向交互影响可明

显弱化其中一者对创新产出的负项影响。 但从多样

化集聚与 FDI 流入的交叉系数来看,模型(5)和(6)

交互项系数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相反,没有

明显的证据表明两者存在正向或逆向交互作用。
从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可看出,上述模型均在

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正,这说明我国城

市创新水平确实存在较强惯性,这与本文采用动态

面板分析的初始假设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人均

GDP 对城市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了 1%
的检验,这与学术界主流观点存在差异。 可能的原

因是近年来房地产投资的泡沫式发展和金融市场的

不完善发展在国民生产的衡量上带来了“虚高冶效

应,致使人均 GDP 不能很好地反映人均实际产出。
3.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所建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 P it的一

阶滞后项,因此需要保证其与个体效应不相关,即扰

动项无序列自相关。 此外,为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
文采用了所有内生变量的一阶及二阶滞后项作为工

具变量。 为防止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的产生,同
时为确保滞后内生变量均为外生,本文对模型(4)
进行了 Hansen 检验,结果见表 4。

从表 4 结果可看出,加入所有变量后的模型序

列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满足序列平

稳且扰动项无序列相关的基本模型假设前提。
Hansen 检验和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均在 1%水平上

成立,这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异方差过大和内生性

风险。 因此,动态面板 GMM 模型的构建是有效的。
此外,对因变量城市创新能力采用城市专利总

授权数替换衡量,结果发现所有模型中核心解释变

量的符号均未发生改变。 由于产业结构水平 ISL、
人力资本水平 HCL、政府 R&D 资助强度、固定资本

投资水平 FCI 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用每万人

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教育水平入学率、政府科技项目

支出、固定资本投资额替代之前的衡量指标,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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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AR(1)检验 P 值 0. 032 0. 059 0. 060 0. 054 0. 062 0. 049
AR(2)检验 P 值 0. 666 0. 627 0. 625 0. 768 0. 719 0. 820
Hansen 检验 P 值 0. 037 0. 087 0. 038 0. 018 0. 151 0. 097
工具变量淤外生性 0. 118 0. 048 0. 101 0. 023 0. 059 0. 140
工具变量于外生性 0. 111 0. 176 0. 023 0. 008 0. 017 0. 038
工具变量盂外生性 0. 108 0. 096 0. 015 0. 004 0. 028 0. 043
工具变量榆外生性 0. 221 0. 039 0. 026 0. 013 0. 027 0. 064
工具变量虞外生性 0. 065 0. 082 0. 035 0. 015 0. 014 0. 039
工具变量愚外生性 0. 118 0. 097 0. 151 0. 117 0. 017 0. 057
工具变量舆外生性 0. 055 0. 065 0. 058 0. 049 0. 034 0. 053

摇 摇 注:工具变量淤于盂榆虞愚舆依次为 P、lnPGDP、ISL、UBL、HCL、
TEP、FCI 的滞后项。

果依然无法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此处限于篇幅省

略报告。 综上,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4. 异质性检验 1:分区域检验

按统计局发布的我国三大区域划分标准,本文

在模型(4)基础上,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

大区域依次进行分析,以探究在不同区域,产业集聚

方式和 FDI 的交互作用,以及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有何差异(表 5)。

表 5摇 分区域动态面板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量及
检验值

东部地区城市 中部地区城市 西部地区城市

(1) (2) (3) (4) (5) (6) (7) (8) (9)

lnP(-1) 0. 338***

(0. 054)
0. 297***

(0. 086)
0. 240**

(0. 099)
0. 127

(0. 106)
0. 126
(0. 11)

0. 112
(0. 103)

0. 626***

(0. 093)
0. 647***

(0. 099)
0. 646***

(0. 101)

lnFDI 2. 857
(6. 285)

-3. 961*

(2. 292)
27. 936**

(12. 797)
-3. 640
(4. 016)

0. 056
(0. 959)

-3. 406
(4. 52)

0. 037
(1. 132)

-0. 484
(0. 341)

-0. 965
(2. 380)

lnSA -16. 993
(10. 490)

-70. 845**

(29. 443)
0. 404

(5. 127)
1. 777

(4. 413)
-0. 761
(1. 323)

-2. 063
(2. 727)

lnDA 5. 388
(3. 866)

21. 146*

(7. 868)
-0. 050
(2. 514)

0. 313
(2. 947)

1. 597*

(0. 915)
2. 385

(1. 678)

lnFDIlnSA -1. 508
(2. 054)

-12. 520**

(5. 175)
0. 916

(1. 208)
0. 975
(1. 1)

0. 024
(0. 397)

0. 117
(0. 691)

lnFDIlnDA 2. 076
(1. 633)

5. 671**

(2. 403)
-0. 336
(0. 635)

-0. 199
(0. 777)

0. 356
(0. 220)

0. 506
(0. 34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026 1 026 1 026 972 972 972 558 558 558

摇 摇 注:东部地区包括地处苏浙闽粤等地的 11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包括地处晋豫湘鄂等地的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西部地区包括

地处云贵川渝等地的共 6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分别表示 1% 、5% 、10%的估计显著水平;括号外为变量对应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

健标准误;lnP(-1)表示被解释变量 lnP 滞后一期。

本文重点分析表 5 中列(3) (6) (9)的回归结

果。 由表 5 可知,东、中、西部地区在 FDI 流入、产业

集聚方式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两者交互效应

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从产业集聚模式来看,专业化集聚在东部地区

对城市创新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

显著推动了东部城市自主创新。 然而,专业化和多

样化集聚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均未显著促进城市

创新绩效的提高。 本文认为可能原因有三:第一,东
部地区专业化集聚水平较高,而地区专业化集聚水

平的提高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这可能使得企业在

当前阶段不必完全依赖于创新来实现企业的进一步

发展,仅仅依靠专业化集聚的红利便能让企业不断

获得增量收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创

新意愿;第二,东部地区的多样化集聚水平相对处于

较成熟的阶段,多样化集聚的知识外溢功能较为明

确,能够促进城市创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多样化

集聚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作用较为间接,因此相对

而言不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意愿;第三,中西部地区仍

处在产业集聚的初级阶段,产业集聚水平的增长速

度较为缓慢,因而在实证结果上还无法准确地体现

出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产出的具体关系。
此外,东部城市 FDI 流入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

响显著为正,但与专业化集聚的交互项系数却显著

为负,而与多样化集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这

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有着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利
用外资的模式较为成熟,能更好地引入带有先进技

术转让、管理革新的外商投资,从而促进了城市创

新。 但在专业化产业集聚模式下,企业创新意愿由

于成本红利的存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因此企业

在引入外资时的技术、专利偏好等也受到了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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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负面影响。 而在多样化产业集聚模式下,企业

创新意愿并未受到抑制,因而 FDI 和多样化集聚的

交互作用能够促进城市创新。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的 FDI 流入及 FDI 同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的交

叉项的系数均在 10% 的水平上不显著。 这可能是

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低,
FDI、产业集聚同城市创新的相关关系由于不具备

成熟的基础,因而在实证上无法显著体现。

表 6摇 分城市规模动态 GMM 估计结果

变量及
检验值

超大及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nP(-1) 0. 338***

(0. 052)
0. 348***

(0. 070)
0. 306***

(0. 092)
0. 437***

(0. 071)
0. 426***

(0. 064)
0. 411***

(0. 075)
0. 550***

(0. 048)
0. 518***

(0. 054)
0. 493***

(0. 061)
-0. 207
(0. 135)

-0. 242
(0. 15)

-0. 247*

(0. 147)

lnFDI 32. 208**

(12. 849)
0. 990

(2. 925)
47. 801***

(17. 826)
-13. 699*

(8. 082)
-3. 560**

(1. 569)
-9. 833

(10. 132)
0. 087

(3. 529)
-1. 793*

(1. 009)
-3. 109
(4. 098)

1. 234
(1. 619)

-0. 780*

(0. 418)
0. 909
(1. 87)

lnSA -42. 321***

(15. 792)
-73. 725**

(32. 611)
15. 193

(10. 277)
5. 774

(17. 928)
-6. 546
(5. 643)

-4. 163
(6. 191)

-1. 684
(3. 109)

-0. 986
(3. 469)

lnDA -4. 808
(5. 665)

11. 393
(9. 639)

6. 215**

(2. 883)
3. 573

(3. 929)
-2. 729
(2. 046)

-2. 304
(2. 016)

2. 095*

(1. 163)
2. 039*

(1. 116)

lnFDIlnSA -11. 710***

(4. 397)
-18. 389**

(7. 150)
4. 128

(2. 566)
2. 381

(3. 597)
-0. 118
(1. 172)

0. 386
(1. 369)

-0. 523
(0. 555)

-0. 486
(0. 591)

lnFDIlnDA -1. 387
(1. 808)

2. 938
(2. 871)

1. 381*

(0. 672)
0. 882

(0. 997)
0. 716

(0. 592)
0. 799

(0. 605)
0. 240

(0. 228)
0. 205
(0. 2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30 630 630 414 414 414 603 603 603 909 909 909

摇 摇 注:***、**、*分别表示 1% 、5% 、10%的估计显著水平;括号外为变量对应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lnP( -1)表示被解释变量

lnP 滞后一期。

淤由于篇幅受限,此处暂不列出城市按规模分类的具体名单,有兴趣的读者可后期待索。

5. 异质性检验 2:分城市规模检验

将样本城市细分规模进行回归,以进一步分析

不同规模城市的具体特征。 考虑到时间区间的连续

性,以 2009 年的城市常住人口为依据,按官方标准

将城市依次划分为五类。 由于超大和特大城市在经

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相似性,且
城市个数较少,分开处理或导致回归结果不稳健,因
此本文将超大城市及特大城市进行并类。 表 6 在所

构建模型(4)的基础上,报告了分城市规模淤进行估

计的回归结果(表 6)。
由表 6 结果可知, FDI、产业集聚方式及二者的

交互作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会因城市规模不同而具

有显著的差异性。 本文着重分析表 6 中的列(3)
(6)(9)(12)。 主要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超大及特大

城市的 FDI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而
普通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 FDI 均没有显著促进城市

创新。 由此可知,FDI 更多地促进了超大及特大城

市创新能力的提高。 这可能是由于超大及特大城市

利用外资的手段较为成熟,因而能更好地利用外资

来促进城市创新。 从产业集聚方式来看,专业化集

聚显著抑制了超大及特大城市的创新,而对于普通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而言,专业化集聚对创新产出并

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多样化集聚模式仅仅对小城

市的创新具有正向激励,而对于其他规模城市并无

显著影响。
从 FDI 和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来看,超大及特

大城市的专业化集聚与 FDI 流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

为负,而其他规模城市的该项系数均不显著。 此外,
各个规模城市的 FDI 流入和多样化集聚的交叉项系

数也均不显著。 这表明在专业化集聚下,超大及特

大城市的 FDI 流入会抑制城市创新,主要由于超大

及特大城市的专业化集聚水平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存在着专业化集聚带来的增量收益红利,因而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利用外资的创新意愿,造成专业

化集聚方式下的 FDI 流入对城市创新存在着负面效

应。 而 FDI 和多样化集聚的交互作用对城市规模差

异性并不敏感。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城市创新的引致因子视角,研究了 FDI、
本土产业集聚在空间上的耦合和匹配问题,研究结

果显示:本土产业集聚和 FDI 流入本身对于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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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但该三种因子及交互

因子对创新的作用因区域、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

差异。 总体上,FDI 对于城市创新呈现显著的正向

提升作用;相较多样化产业集聚而言,专业化产业集

聚对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但呈现出抑制创新效应。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于城市创新具

有明显的阻滞效应,多样化集聚则对拉动城市创新

水平增长有突出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专业化和多

样化集聚均不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绩效的提高;从
城市规模来看,多样化集聚能够推动小城市的创新

水平提升,FDI 流入和专业化集聚的交互作用对于

大规模城市而言有抑制作用,FDI 流入和多样化集

聚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在制定城市创新发展策略时,应充分考虑

由地域、城市发展规模等异质性因素所带来的城市

创新发展中的个性化特征,因地制宜,选择更适宜创

新发展的本土产业集聚模式和 FDI 引入规模。
第二,各大城市在深化开放的过程中,应多加关

注 FDI 流入和本土产业集聚模式的匹配问题,选择

最适宜自身发展的产业集聚模式以最优化 FDI 的创

新溢出作用。
第三,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地区生产力、城市化

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科教支出和固定资本投资对城

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推动生产力高质发展,提升创新

产出的转化与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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